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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英语母语背景学习者在中文书面语语用能力发展过程中，受母语迁移、输入质量、语体意识薄弱及文化

图式差异等多重因素交互影响，呈现出独特习得特征。本文在梳理语用能力理论基础上，从语用语言与

社交语用两个维度，系统考察学习者在语用迁移、语体转换、语篇衔接与连贯、言语行为实现方式及文

化语用规约等方面的主要困难。进一步结合输入假说、注意假说与社会文化理论，提出面向该群体的汉

语书面语语用能力培养路径，旨在促进其中文书面表达从“语法正确”向“语用得体”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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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lish-speaking learners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ace unique challenges in developing writ-
ten pragmatic competence due to the interplay of first-language transfer, quality of target language 
input, weak stylistic awareness, and cultural schema differences. Based on a review of pragm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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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ce theor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major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Eng-
lish-speaking learners in pragmatic transfer, stylistic shifting, discourse cohesion and coherence, 
speech act realization, and cultural pragmatic norm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ragmalinguistics and 
sociopragmatics. Drawing on the Input Hypothesis, Noticing Hypothesis, and Sociocultural Theory, 
this study proposes targeted instructional pathways to facilitate learners’ transition from “grammat-
ically” correct to “pragmatically appropriate” written Chinese ex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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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持续提升与全球中文学习需求的不断增长，对外中文教学研究日趋深入和细

化，语言教学的目标从传统的语法知识传授和听说技能训练，逐步拓展至语用能力、语篇能力和社会文

化能力等高阶素养的全面培养。近年来，国际中文教育领域经历了从“对外汉语教学”到“国际中文教

育”的学科转型，教学理念从知识本位向能力本位转变，语用能力作为语言交际能力的核心组成部分日

益受到学界关注[1]。然而，相较于口语语用能力研究的丰富成果，书面语语用能力的理论探讨与教学实

践研究仍显薄弱，尤其针对特定母语背景学习者的研究还存在拓展空间，需重视和加强中文书面语教学

[2]。 
书面语语用能力是指学习者在书面交际情境中，依据交际目的、交际对象、交际场合及社会文化规

约，恰当选择语言形式、组织语篇结构、实施言语行为并实现交际意图的综合能力[3]。这一能力不仅包

括语言形式层面的准确性，还有语用层面的得体性、语篇层面的连贯性以及文化层面的适切性。对于英

语母语背景的中文学习者而言，书面语语用能力的发展面临着独特的挑战：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在语用

系统、语体等级、语篇组织模式、礼貌策略运用及文化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

语用迁移发生的重要条件，同时也为语用能力培养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4]。 
英语与中文分别属于印欧语系与汉藏语系，在语言类型上有着显著差异。英语具有丰富的形态变化

体系和显性的语法标记手段，而中文则以意合为基本特征，语义、语序、语境和语用推理在语言组织中

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5]。这种差异影响着两种语言的书面语表达范式：英语书面语倾向于运用从句、

名词化结构和连接词等显性标记逻辑关系，呈现出比较强的形合特征；中文书面语则更多运用流水句、

四字格、对偶排比等手段，在形式衔接与语义连贯之间寻求平衡，体现出意合与形合交织的复合特征[6]。
英语母语背景学习者在中文书面语产出中，常常将英语的语用规则和语篇组织模式迁移至中文表达中，

导致书面语产出在语用得体性和语篇自然表达方面出现偏误[7]。 

2. 语用能力理论框架 

2.1. 语用能力的概念界定与构成维度 

语用能力这一概念最早源于 Chomsky (1965)对语言能力与语言运用的区分，但其所界定的语言能力

主要聚焦于理想化母语者的语法知识体系，还未充分涵盖语言使用的社会文化维度[8]。Hymes (1972)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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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理论局限提出了“交际能力”概念，将语言能力从纯粹的语法知识拓展至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

恰当使用语言的综合能力[9]。在此基础上，Bachman (1990)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语言能力模型，将语

言能力划分为组织能力与语用能力两大组成部分，其中语用能力包括施为能力和社会语言能力，前者指

运用语言实施各类言语行为的能力，后者指根据语境特征恰当使用语言的能力[10]。 
Thomas (1983)从跨文化语用学视角出发，将语用能力进一步区分为语用语言能力与社交语用能力两

个维度，前者包含对语言形式与其语用功能之间映射关系的掌握，后者包含对权力关系、社会距离等社

会因素如何影响语言选择的认识[11]。这一二分法为跨语言语用能力研究提供了清晰的分析维度。Kasper
与 Rose (2002)指出，语用能力并非静态的知识系统，而是一种动态的、可发展的认知能力，涉及对语境

的感知、对交际意图的推理以及对语言策略的选择与监控[12]。Taguchi 与 Roever (2017)则提出语用能力

发展的多维模型，强调语用能力的习得涉及知识、技能和意识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且受个体差异、学

习环境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共同制约[13]。汲传波(2025)基于大规模语料库研究证实，英语母语学习者的中

文书面语语用知识、语用运用技能与语体意识呈现不同步发展特征，语体意识薄弱会直接制约语用知识

向实际书面表达能力转化[14]；康雪等(2025)针对留学生书面作文的实证实验也表明，元语用意识的缺失

是造成书面语语用失误、语体混用的核心诱因，进一步丰富了语用能力三维发展模型在国际中文教育领

域的应用边界[15]。 

2.2. 书面语语用能力的特殊性 

书面语语用能力相较于口语语用能力呈现出显著的特殊性。书面交际具有单向性、延时性和非共时

性特征，交际双方无法借助即时反馈机制调整表达策略，因此对语篇组织的预设性和交际意图表达的明

确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书面语通常承载着比口语更为正式的语体层级，要求语言使用者具备更强的语体

意识和更精细的语言选择能力。书面语中语用意图的表达更多依赖词汇语法手段、语篇结构安排和修辞

策略的运用，而不是口语中常见的副语言特征和非语言手段。鲁艳婷(2024)从语体语法视角开展的综述研

究指出，中文书面语依托层级化的语体体系实现语用功能区分，这一特征区别于英语书面语相对扁平化

的语体架构，也是英语母语学习者书面语口语化偏误高发的根源所在，该结论明确了中文书面语语用能

力区别于其他语种的专属特质，为差异化教学设计提供了实证依据[16]。 

2.3. 跨文化语用能力研究的理论基础 

跨文化语用能力研究经历了从对比分析到中介语语用学的理论演进过程。在中介语语用学的研究范

式下，语用迁移成为核心研究议题，Kasper 与 Rose (2002)将其区分为语用语言迁移和社交语用迁移[12]。
Schmidt (1993)提出的“注意假说”为语用能力习得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认知理论基础，该假说认为语言输

入只有在被学习者有意识地注意的情况下才能转化为摄入并融入其中介语系统[17]。这对语用能力培养

具有直接启示：语用知识具有隐含性和语境依赖性，学习者往往难以只凭借自然输入自发注意和习得目

的语的语用规约，因此需要通过教学干预引导学习者的注意力投向语用层面的信息。Taguchi (2015)的实

证研究证实，有意识的语用教学干预能够显著促进学习者语用能力的发展速度和最终水平，尤其在书面

语语用能力方面效果更加明显[18]。耿直、江奇(2025)对汉语二语学习者学术书面写作的追踪研究显示，

融合认知注意引导与互动支架教学的班级，学习者在语篇结构、礼貌表达、语体把控等书面语语用维度

的进步幅度，显著高于传统讲授式班级，且能力维持效果更稳定[19]；其次，大语言模型赋能二语语用教

学的相关研究中，高怡楠、朱勇(2025)提出，隐性的语用规则无法仅依靠机器自主习得，必须结合教师的

显性注意引导与人际互动支架，这也反向证明了注意假说与社会文化理论结合，是应对中文书面语隐性

语用知识教学的科学路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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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语母语背景学习者中文书面语语用能力的主要困难 

3.1. 语用语言层面的困难 

3.1.1. 语言形式与语用功能的对应偏误 
语用语言能力的核心在于掌握语言形式与其语用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英语母语背景学习者在中文

书面语中常常出现语言形式与语用功能之间的对应偏误，即将英语中的语用语言规约直接套用于中文表

达中。以言语行为的实施为例，英语中实施请求行为时常采用情态动词配合疑问句式或条件从句来实现

间接请求的功能，学习者受此影响在中文书面语中可能出现“我想知道你是否可以……”这类冗赘且不

自然的表达，而中文书面语中的请求行为更多采用“望”“敬请”“烦请”等书面语礼貌标记词，以及

“请……为盼”“如蒙……不胜感激”等程式化表达。研究表明，对外汉语教学中对言语行为的书面实

施方式缺乏系统梳理，教材中对请求、拒绝、道歉等言语行为的书面语表达方式呈现碎片化，不利于学

习者建构完整的语用语言知识体系[21]。 

3.1.2. 情态表达的习得困难 
中文书面语中的情态表达手段多样且分散，包括情态动词、语气副词(“大概”“也许”“恐

怕”“未免”等)、语气词(“吧”“呢”“嘛”“罢了”等)以及特定的句法结构，这与英语主要依赖情

态动词和情态副词的表达方式存在显著差异。英语母语背景学习者在中文书面语中使用情态表达时，常

面临对中文情态动词的语义和语用细微差异把握不足(如“能”与“会”、“可以”与“能够”之间的区

分)、对书面语中语气副词的使用语境缺乏敏感性、以及受英语语法负迁移影响倾向于过度使用显性情态

标记而忽视中文书面语中通过语境和语序来表达情态意义的隐性策略等困难。 

3.1.3. 书面语特有词汇的运用不足 
英语母语背景学习者在中文书面语产出中书面语特有词汇的使用频率明显偏低，语体层级呈现口语

化倾向。这一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学习者的中文输入主要来源于教材和课堂环境，部分教材在语体

呈现上缺乏足够的区分度；中文书面语词汇系统的习得需要大量且持续的书面语输入，而学习者在日常

交际中接触的中文语料以口语为主；书面语词汇的用法往往涉及较为复杂的搭配关系和语境限制，学习

者即使掌握了词汇的词典释义，也难以在实际书面语产出中准确运用。研究发现，中高级英语母语背景

学习者在中文书面语产出中的口语化偏误率较高，其中语用语言层面的偏误占比较多，这说明书面语特

有词汇与表达方式的习得是语用能力培养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3.2. 社交语用层面的困难 

3.2.1. 礼貌策略与面子观念的差异 
Brown 和 Levinson (1987)提出的面子理论是分析礼貌策略的重要理论框架，然而中文文化中的“面

子”概念与其既有交叉又有区别[22]。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的“面子”更强调社会地位、声望和人际关

系的维护，具有更强的社会等级性和关系导向性。顾曰国(1992)提出的汉语礼貌原则——“贬己尊人”

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深刻揭示了中文书面语中礼

貌策略的文化特殊性[23]。英语母语背景学习者在中文书面语中的礼貌策略使用偏误主要表现为：受英

语文化中平等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对社会等级差异的标记不足，如在给上级或长辈的书面交际中缺乏适

当的敬辞和谦辞使用；对“贬己尊人”这一礼貌原则的认识不足导致在自我指称和对方指称的选择上

出现语用偏误；以及受英语直接程度较高的交际风格影响，在实施请求、建议等面子威胁行为时间接

程度把握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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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语体等级意识的薄弱 
语体等级意识的薄弱同样是社交语用能力发展的重要障碍。Halliday (1985)指出语体是由语场、语旨

和语式等情境变量所决定的语言变体[24]，在中文书面语体系中语体等级的区分更加精细和重要。英语母

语背景学习者在语体等级意识方面的薄弱主要表现为语体混用现象突出——在同一书面语篇中混合使用

不同语体层级的语言成分，语体转换能力不足——难以根据交际目的和交际对象的变化灵活调整语体层

级，以及对中文书面语中语体标记的识别和运用能力较弱。对外汉语教学存在“语体教学缺位”的问题，

语体意识的培养应贯穿中文教学的各个阶段[25]。 

3.2.3. 文化图式与语用推理的差异 
中文书面语中大量运用典故、隐喻、委婉语和含蓄表达，这些语用手段的理解和运用需要丰富的中

国文化知识储备和较强的语用推理能力。文化图式是指特定文化群体成员共享的、关于世界知识和经验

的组织化认知结构，深刻影响着人们对话语意义的理解和推导。中文书面语中的含蓄表达传统——如“言

外之意”“弦外之音”的修辞策略——要求读者具备较强的语用推理能力，英语文化中相对直接的交际

风格可能使英语母语背景学习者在面对中文书面语中的含蓄表达时出现理解偏差或语用推理失败[26]。 

3.3. 语篇层面的困难 

3.3.1. 语篇组织模式的迁移 
英语与中文在语篇组织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Kaplan (1966)在其开创性研究中提出，英语语篇倾向

于直线型组织，以主题句开篇逐步展开论证呈演绎式逻辑推进，而中文语篇则倾向于螺旋型组织，从外

围因素入手迂回接近主题呈归纳式逻辑推进[27]。英语母语背景学习者在中文书面语中常见的迁移现象

包括将英语“主题句–支撑句–结论句”的段落组织模式直接移植至中文语篇中而忽视“起承转合”的

语篇组织传统，过度依赖显性逻辑连接词而较少运用中文书面语中常见的隐性逻辑衔接手段(如语义照应、

词汇复现、结构对称等)，以及在议论文体中倾向于采用英语式的开门见山论证策略而对中文书面语中铺

垫蓄势、引经据典等论证方式运用不足。 

3.3.2. 衔接与连贯手段的运用偏差 
在衔接与连贯手段方面，Halliday 和 Hasan (1976)将语篇衔接手段划分为指称、替代、省略、连接和

词汇衔接五种类型[28]，英语与中文在这五种衔接手段的运用上存在系统性差异。中文书面语中人称代词

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英语，尤其在主语位置上中文常常采用省略主语或话题延续的策略而英语则倾向于

保持代词的显性使用。语料分析研究表明，英语母语背景学习者在中文书面语中代词的使用频率约为汉

语母语者的 1.8 倍，而省略主语的频率仅为母语者的 40%左右，直观地反映了语篇衔接手段迁移的具体

表现。 

3.3.3. 宏观语篇结构意识的缺乏 
在宏观语篇结构层面，学习者对中文记叙文的时间顺序叙事传统、议论文的“总–分–总”结构、

说明文的逻辑分层策略等宏观结构模式缺乏系统认识，在应用文写作中对中文特有的格式规范和结构惯

例掌握不足，在学术写作中对中文学术语篇的修辞传统和论证策略了解有限。这些困难反映出英语母语

背景学习者在从英语体裁规范向中文体裁规范的认知转换过程中面临的系统性挑战。 

4. 英语母语背景学习者中文书面语语用能力培养策略 

4.1. 语用显性教学策略 

Li (2012)开展的输入强化训练实证研究，以 30 名欧美中级汉语学习者为对象，设置强化训练组、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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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训练组与对照组，针对中文书面“请求”言语行为开展显性规则讲解 + 结构化输入练习，连续两日的

教学干预后，实验组学习者书面请求表达的语用准确率显著高于对照组，证明显性语用教学可有效破解

英语母语学习者言语行为形式与功能错位的难题[29]。语用显性教学是提升学习者语用能力最有效的教

学策略之一，其基本要素包括元语用规则的明确讲解、目标语用特征的突出呈现、学习者对语用规则的

有意识操练以及对语用产出的针对性反馈。在面向英语母语背景学习者的中文书面语教学中，语用显性

教学应系统讲授中文书面语中主要言语行为(如请求、建议、拒绝、道歉、感谢等)的实现方式和语言手段，

结合具体语料实例讲解敬辞、谦辞、委婉语等语用标记的使用规则和社会文化内涵，运用元语用讨论策

略引导学习者反思语用选择背后的理据和效果，并设计情境化的语用练习任务要求学习者在特定书面交

际情境中选择恰当的语用策略和语言形式。 

4.2. 语体对比分析策略 

司红霞(2025)在语体教学行动研究中提出“双层六体”语体分类体系，将汉语划分为口语和书面语两

大层级，再细分日常、通用、专业三类语体，主张在课堂中开展英汉语体跨语言对比训练，针对欧美学

习者常见的“书面语口语化”问题，设计词汇、句式、语篇三级语体辨析任务。为期一学期的课堂实践表

明，接受语体对比训练的英语母语学习者，语体混用偏误数量下降了，语体转换灵活性明显提升[30]。语

体对比分析策略旨在通过系统比较英语与中文在不同语体层级上的语言特征和语用规约，帮助学习者建

立语体意识并发展语体转换能力。这一策略可从词汇层面的语体对比(如英语“help/assist/aid”与中文“帮

忙/协助/襄助”的正式程度对比)、句法层面的语体对比(如不同语体层级上句式结构的差异)、语篇层面的

语体对比(如不同语类在语篇结构和修辞策略方面的异同)以及语用层面的语体对比展开，通过系统的跨

语言语体对比帮助学习者认识中文书面语语体系统的内部层级及其与英语语体系统的对应与错位关系。 

4.3. 真实语料驱动学习策略 

崔希亮(2024)基于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全球汉语中介语语料库以及学生学位论文的大规模语料考

察，系统揭示了汉语二语学习者书面语表达在词汇、语体特征、语法结构、篇章组织能力、语境适应能

力、社会文化知识六个方面的主要问题，并提出“通过语体语法的研究来提升书面语教学效果”“通过

篇章语言学的研究促进学习者书面语能力的提高”“在总体设计和教学安排上加大书面语输入”等对策

[3]。语料驱动学习策略的核心理念是让学习者通过观察和分析真实语言语料中的语言模式来发现和归纳

语言规则。在面向英语母语背景学习者的中文书面语教学中，这一策略可通过建设专门的中文书面语语

用教学语料库并标注语用功能信息、设计基于语料库的语用观察任务引导学习者归纳中文书面语中特定

言语行为的实现模式、利用平行语料库进行跨语言语用对比等路径实施。研究指出，书面语体的习得需

要通过语料库对比的方法，发现学习者在书面语中存在的口语化有余、典雅度不足的问题。 

4.4. 语用反馈机制的构建 

高怡楠、朱勇 (2025)结合大语言模型开展对外汉语书面语语用反馈行动研究，构建“教师人工反

馈 + 同伴互评 + 智能辅助自查”三位一体反馈体系：教师负责讲解文化层面、高阶语篇层面的语用失

误；同伴聚焦词汇、句式的语体与礼貌偏误；智能工具提供标准化修改范例与语用规则复盘。针对欧美

留学生的一学期教学实验显示，完善的语用反馈机制可让学习者的自我语用监控能力显著提升，重复语

用失误率下降[20]。语用反馈机制的构建是提升学习者中文书面语语用能力的重要保障。传统写作教学中

的反馈往往聚焦于语法准确性和内容组织，对语用得体性的关注相对不足。语用反馈机制应涵盖教师反

馈层面——教师在批改学习者书面语作业时采用“标注–说明–建议”的模式，不仅指出语用失误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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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失误原因并提供修改建议；同伴反馈层面——组织学习者从语用得体性角度对同伴的书面语产出进行

评价和建议；自我反馈层面——培养学习者的语用自我监控意识并设计语用自查清单作为辅助工具。在

人工智能辅助教学方面，语言技术与语言教育的深度融合为语用能力培养开辟了新的实践空间，但技术

应用必须以科学的教学理论为指导。 

4.5. 跨文化语用意识的培育 

跨文化语用意识的培育旨在提升学习者对不同语言文化中语用规约差异的敏感性和反思能力。在面

向英语母语背景学习者的中文书面语教学中，这一培育过程可通过开展跨文化语用案例分析引导学习者

讨论中英书面语交际中的语用差异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组织跨文化语用反思写作任务促进学习者对语

用差异的深层理解、引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中国文化交际理念帮助学习者理解中文书

面语语用规约背后的文化理据等策略实现。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应从“文化知识传授”向“文化实践体验”

转型，强调通过沉浸式的跨文化交际任务促进学习者跨文化语用意识的内化与发展[26]。 

4.6. 语用能力发展的阶段性培养路径 

基于语用能力发展的渐进性特征，本文进一步提出面向英语母语背景学习者的中文书面语语用能力

阶段性培养路径。初级阶段的教学重点应放在基本书面语语用规约的显性讲解和操练上，包括常用书信

格式和礼貌用语、基本言语行为的书面表达方式以及书面语与口语的基本区分意识培养，以显性教学为

主辅以基础性语料输入和简单任务操练。中级阶段应着力拓展学习者的语用语言资源和社交语用知识，

包括更为丰富的书面语词汇和表达方式的习得、不同语类的语篇组织模式和语用规约的学习以及语体意

识和礼貌策略运用能力的系统培养，加大语料驱动学习和任务型写作的比重并引入同伴反馈机制。高级

阶段应着重提升学习者的语用精细化程度和跨文化语用反思能力，包括书面语中微妙语用差异的辨析和

运用、复杂交际情境中的语用策略选择和调整以及批判性语用反思能力的发展。这一阶段性培养路径并

非严格的线性推进，而是呈现出螺旋上升的发展态势，各阶段的教学内容之间存在交叉和递进关系，教

学实践中应树立全课程语用渗透理念，将语用能力培养融入词汇、语法、写作、阅读各环节，强化跨文

化语用对比与真实场景实践。 

5. 结语 

本文系统考察了英语母语背景学习者在中文书面语语用能力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并在此基

础上提出了多维度的培养策略体系。研究表明，英语母语背景学习者的中文书面语语用能力困难主要体

现在语用语言、社交语用和语篇三个层面，在语用语言层面，语言形式与语用功能的映射偏误、情态表

达习得困难以及书面语特有词汇运用不足构成主要问题；在社交语用层面，礼貌策略迁移、语体等级意

识薄弱和文化图式差异是突出障碍；在语篇层面，语篇组织模式迁移、衔接连贯手段运用偏差和宏观语

篇结构意识缺乏是显著困难。这些困难的产生是母语语用迁移、目的语输入特征、教学因素和文化差异

共同作用的结果。 
针对上述困难，本文提出的培养策略涵盖了语用显性教学、语体对比分析、真实语料驱动学习、语

用反馈机制构建、跨文化语用意识培育以及阶段性培养路径等方面。这些策略并不是要孤立实施的，而

是应该相互配合、协同推进，形成系统化的语用能力培养方案。语用显性教学为学习者提供必要的元语

用知识基础，语体对比分析和语料驱动学习帮助学习者在对比和观察中深化对中文书面语语用规约的认

识，语用反馈机制为学习者的语用能力发展提供持续的矫正性支持，跨文化语用意识培育促进学习者从

深层文化理解的角度把握语用差异的本质，阶段性培养路径则确保整个培养过程的系统性和渐进性。通

https://doi.org/10.12677/ml.2026.147655


丁珂，陈宏捷 
 

 

DOI: 10.12677/ml.2026.147655 361 现代语言学 
 

过系统化输入、层级化意识培养、任务化输出与多元化反馈协同发力，希望能够帮助英语母语背景学习

者突破语用瓶颈，实现中文书面表达从“形式正确”走向“语用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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